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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
动力与路径研究

孙　 晓　 夏杰长

　 　 摘要： 数字文化是数字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形态。 数字文化主要包含文化数字化和数

字文化化两个层面。 数字文化具有重要的制度与政治价值、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离不开数字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引领力、 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力、 时代先进文化的创新力、

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 发挥数字文化的赋能效应应始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形成强国建设的文化引领；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动能， 驱动文化与科技深度

融合； 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抓手， 释放数字文化多元价值； 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化数字文化生态治理， 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

支撑。

关键词： 数字文化　 数字技术　 文化强国

作者简介： 孙　 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讲师；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文化是人类社会演进历程中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结

晶与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具有推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深厚物质积累与精神积淀， 我国逐步构建起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宏伟

战略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并就文化

强国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将文化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既体现了文化的重要价

值与意义， 又展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高度自信。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习近平文化思想首

次提出，① 指明我国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使命， 并引领全党全社会增进文化自信自强。 如何在

文化新使命的践行中发挥文化的多元价值， 加快文化强国建设， 成为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和重要理论价

值的研究议题。
文化兼具时代性与超时代性。 文化的时代性意味着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内容载体、 传播形式和消费模式等。 文化的超时代性决定了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承能力和挖掘价值，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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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深刻影响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领域。 在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极大拓展了文化的

边界与范畴， 形成了数字文化新形态。 本文拟从文化与技术的关系、 文化强国建设两方面进行文献梳

理与综述， 阐释数字文化的理论内涵， 分析数字文化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机制， 提出数字文化驱

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可行性路径， 从而促进数字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助力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达成。

一、 研究综述

数字文化是数字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形态， 本质上反映了文化与技术关系的数字

时代特征。 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化的不同阶段， 均有关于文化与技术关系的相关研究， 通过梳理

可以深化对于数字文化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从而构建起对数字文化进行阐释的理论基础。 文化强国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梳理关于文化强国的理论研究， 有助于厘清数字文化与文

化强国建设之间的理论逻辑， 从而形成支撑本文研究的理论体系。

（一） 关于文化与技术

文化繁荣与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两者交织融合共同推动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的发展。 回顾人类文明历程， 文化与技术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技术未赋能、 技术加持和数字技术赋

能三个阶段 （江小涓， ２０２１）。 始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工业革命与资本融合加速了相关技术的商业化、
产业化与市场化， 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此时的技术并不适合于文化领域的应用， 文化

未实现商业化， 且更多地与贵族阶层、 精英群体相关联。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研究没有将文化与

经济相关联， 如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将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服务业活动界定为非生产

性活动 （让 －克洛德·德劳内、 让·盖雷， ２０１１）， 因为这些活动不能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 吸引投

资、 扩大生产， 不能创造和积累国民财富。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的技术进步与文化发展耦合度提升。 文化生产与科技结合， 形成产业体系， 产生

了影响社会的巨大力量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 ２０２０）。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以计算机、 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文化加速融合， 促进了新闻信息、 文字出版、 影视艺术等文化

产业的发展。 首先， 文化与技术融合提升了文化供给效率。 以印刷技术为例， 莱诺铸排印刷机的发明

和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 使得文字类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扩大， 并逐渐形成出版产业。 出版业的

诞生与发展不仅促进了文化产品消费规模的扩大， 而且带动了整个社会范围内识字率的提升 （黄永林

等， ２０２３）。 其次， 文化与技术融合丰富了文化表现形式。 以电影业为例， 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得

电影业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 从黑白到彩色、 从单声道到立体声、 从二维影像到三维影像等变革， 极

大丰富了内容的表现形式。 最后， 文化与技术融合改变了文化传播与消费模式。 以音像文化为例， 数

字技术使得音像文化产品生产实现了规模化， 且不必再以光盘等实物为载体， 而是以二进制的数字形

式进行存储、 传播， 消费者在特定的数字平台上可进行数字音像产品的使用与消费， 这大幅降低了文

化产品的制作成本与消费价格。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数字、 网络、 仿真、 图形图像、 动漫制作、 新材料等技术不断创新， 有效激

活传统文化行业， 持续催生各类文化新业态新模式。 尤其是随着大数据、 区块链、 虚拟现实 （ＶＲ）、
混合现实 （ＭＲ）、 增强现实 （ＡＲ） 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 数字技术与文化各领域融合逐渐深化，
驱动我国文化业发展逐渐由依靠投资扩大产能和规模的外延式发展， 迈入与文化科技、 数字技术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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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内生性科技驱动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２０２４）。 数字技术不仅融入文化创作、 生

产、 传播和消费全产业链， 而且各类文化经济活动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界整合、 价值共创， 如工业

与旅游融合、 数字博物馆与周边文创产品融合、 直播与电商融合等 （魏鹏举、 钟艺聪， ２０２２）。 这一

方面反映了数字技术与文化活动具有高度适配性， 数字技术适应于文化内容创作、 生产、 传播、 消费

的实际需求， 两者融合能够创造出更大的文化生产力和技术生产力；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正以其特有

的技术属性克服以文化为代表的服务业的 “成本病”。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发表了

系列文章阐述为什么服务业是低效率的部门， 认为服务业是受技术影响弱的 “非进步部门”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 Ｂｏｗｅｎ， １９６６）。 美国许多大城市的服务业成本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 即存在

所谓的 “成本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６７）。 在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正成为文化的载体， 提升文化

的科技含量， 赋予文化多元价值， 将文化 “软实力” 转化为发展的 “硬支撑” （徐达， ２０２３）； 文化

则为数字技术提供丰富应用场景， 为科技发展创新指明方向。 不断推动数字文化建设， 探索数字文明

新形态， 正成为数字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二） 关于文化强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方针。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一次明确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任务。 针对党和国家就文化繁荣、 文化强国建设作出的

系列战略部署， 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角度就文化强国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释。 关于文

化强国的内涵， 从内生视角理解， 可以分解为 “文化强盛的国家” 和 “文化赋能的强大国家” （魏鹏

举， ２０２２）。 从外生视角理解， 文化强国大致包含两种范畴， 即实现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 （软实力）
和以优秀文化赋能国家整体强盛 （综合国力） （杨永恒， ２０２３）。 因此， 文化强国的内涵主要包含

“文化强” 和 “文化使国强” 两个层面， 第二层面的内涵更加强调文化的工具属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主题， 既明确了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方向，

也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支点。 它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价值指向， 更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 文化强国的基本任务是推动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 加强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增强国家总体文化软实力。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 文化强国应发挥文化在政治、 经济、 社

会、 生态等重大国计民生领域的赋能效应 （夏杰长、 李銮淏， ２０２３）。 从远景目标层面来看， 文化强

国的目标在于增强文化价值感召力、 凸显国家文化主权、 彰显文化强国的文明程度、 提高文化生产力

（范玉刚， ２０２２）。 从全球性发展视野来看， 文化强国建设应统筹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影响， 承担

促进文化自身发展和推动文化为强国塑魂的双重使命 （顾江， ２０２２）。 从文化建设的既有经验来看，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 文化主流

与文化多元的矛盾 （周建新、 骆梦柯， ２０２３）。 具体来说， 要在民族文化复兴伟大事业中塑造新时代

文化自信， 以文化制度的优化释放文化创新活力， 以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宏

存， ２０２２）。
综合上述分析， 数字技术与文化具有较高的耦合度和适配性， 数字技术已广泛渗透到文化创作、

生产、 传播、 消费等各个领域， 并衍生出新型文化形态———数字文化。 文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

化领域的具体任务和重要内容， 虽然在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和具体实施路径等问题上， 政策和理论层

面还存在诸多有待深入探讨之处， 但可以形成共识的是，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化相交织的历史潮流

中， 文化强国建设必须挖掘数字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能。 因此， 本文将围绕数字文化驱动

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机制展开分析， 并探索数字文化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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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文化的理论阐释

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 各环节所形成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方向， 它带来了人类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治理模式和文化形式的变革， 蕴含着当前及未来中国的经济基础、 社会构建与

文化传承。 数字文化是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应用而产生的具有数字时

代印记的文化形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

数字文化可以从文化的数字形态和数字的文化表征两个角度来理解 （祝孔强， ２０１８）。 文化的数

字形态， 即文化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在文化创作、 生产、 传播、 消费等环节的应用、 融合与创新。 在

创作与生产环节， 文化供给端以数字化手段进行创作与生产， 所产出的文化产品与内容需依托服务

器、 云平台、 电脑、 手机等数字服务终端进行存储、 处理和传输。 在传播、 交易与消费环节， 文化产

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呈现使其主要通过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传播与交易达成。 如， 网络音

乐的创作手段、 表现形式、 传播媒介、 交易方式等都实现了网络化、 数字化、 平台化， 极大提升了音

乐文化产品的供给、 传播与消费效率。 此外， 文化产品和服务体验也在加速数字化， 既可以利用各种

数字手段展现传统文化情境， 也可以实现人在虚拟场景的真实文化体验， 如数字图书馆、 数字博物馆

等， 多媒体技术使数字文化更加形象化、 更具交互性。 总之， 文化数字化正在深刻改变着我国文化建

设的总体格局和产业生态， 推动文化创作与生产的数字化、 传播与交易的网络化、 文化体验的智能化

以及文化业态的平台化。
数字的文化表征即数字文化化， 是指数字技术融入人们的生产、 生活、 交流等社会日常活动， 使

得数字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世界并存， 社会生产方式、 运行规则、 交流互动范式等均发生变化。 马克

思指出，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当人类社会活动逐渐从现实物理空间向数字虚拟空间迁移， 并

发生两个空间之间的转换与交融时， 产生了新型社会关系， 基于新型社会关系衍生出新兴文化形态。
比如在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将远在不同区域的陌生个体或组织联系在一

起， 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 新社群内不同主体之间交互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总之， 在数字化环境

中， 数字文化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特点， 文化参与主体更加多元， 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活

跃， 社会文化心理更加多样， 社会人文环境正在被重塑。

（二） 数字文化的多元价值

文化源于社会生产与发展实践并能够反作用于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领域。 数字技术与文化的融

合、 创新， 不仅带来了文化本身的大繁荣， 而且从文化数字化和数字文化化两个层面推动文化， 为国

家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赋能。
１． 制度与政治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观念集成和核心价值观所在， 深刻影响微

观主体和组织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 因此， 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制度， 具有形成统一文化心理、 构建

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 当然， 不同于法律、 法规、 章程等正式制度， 文化通常被认定为非正式制度，
即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 对人的行为约束没有强制性， 但当事人基于对特定价值的认同会自觉遵循这

些非正式规则 （陈冬华等， ２０２３）。 从长期来看， 文化会基于其内涵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共识，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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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制度形成。 文化的制度本性意味着文化具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促进政治文明的赋能效应。
数字文化作为数字时代的特定文化形态， 其制度与政治价值的根本体现在于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阵

地的建设能力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引领作用。 第一， 数字文化能够巩固和提升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阵地的

建设能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习近平， ２０２２）。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

历史进程中持续探索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发展规律。 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 建设和改革

实践经验， 就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部署。 一方面，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根本属性； 另

一方面， 文化能够影响意识形态的价值走向。 第二， 数字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引领作

用。 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 价值观是人们在实际生活和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

的， 一旦形成就反过来对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的行为无一不受其价值取向所影

响。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文化发展始终要坚持这一价值取向和

重大原则，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引航领向、 凝心聚德。
２． 经济价值。 数字文化的经济价值既体现在文化的内生性对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上，

又体现在文化产业化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带动作用上。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 制度在经济运行中

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 制度转型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等， 并将文化作为一种影响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非正式制度。 如以奥尔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

济学者在对东亚新兴经济体进行分析时发现， 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 东亚新兴经济

体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而转型的实质就是制度的变迁

与创新， 其中包含了文化、 社会、 历史、 政治等多元因素。 因此， 文化作为广义上的制度对于促进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内生性价值， 无论是同一经济体内的不同制度阶段， 还是不同制度类型的经济体之

间， 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差异表现都具有较强阐释力。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霍克海默、 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后， 文化经济

化和经济文化化就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 数字文化

产业迅速崛起， 已成为引领优质文化供给、 催生新型文化消费、 助力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 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重分别为 ４ ４８％ 、
４ ５％ 、 ４ ４３％ 、 ４ ５６％ 、 ４ ４６％ 。① 其中， 以数字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呈快速增长态势。 以 ２０２３
年前三季度数据为例，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９１６１９ 亿元， 比 ２０２２ 年同期增长 ７ ７％ ； 文化

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１６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８７０ 亿元， 比 ２０２２ 年同期增长 １５ ２％ ， 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７ ５ 个百分点。②

３． 社会价值。 文化属于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范畴， 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 生存等社会

活动为文化提供基本的现实土壤与存在场域； 文化作为社会共同体生产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观念的高

度凝练与集中体现， 又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精神涵养， 两者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因此， 文化具有重要

的社会价值。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统一， 这也是数字时代我国文化发展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 数字文化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享用者。 数字文化在我国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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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文化新业态特征明显的 １６ 个行业小类是： 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互联网搜索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

务， 数字出版， 其他文化艺术业， 动漫、 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游戏服务， 多媒体、 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 增值电信文

化服务， 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广告服务，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 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可穿

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 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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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得益于规模庞大的数字文化消费者和多元文化创作者。 同时， 伴随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 人民群

众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和对文化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不断提升。 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使得文化创作

日益大众化， 文化生产成本极大降低， 传播与消费网络突破了地域限制， 数字文化的普惠性、 广泛

性、 多元性使其能够紧密围绕人民需求提供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 实现数字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

二， 数字文化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对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作用。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 全

社会文明程度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 文化可以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

时显著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而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呈现正相关。 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应肩负起提

升国民整体素质的重任， 使其与不断提高的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相匹配。 调查显示， 我国居民对我国

文化发展的满意度整体较高，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微信等社交平台已成为居民获取文化产品信息、 进

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①

三、 数字文化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机制

文化强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传承与创新。 数字文化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

合。 在数字时代， 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数字文化的动能支撑， 应依托数字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创新， 释

放其巨大的制度价值、 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推

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具体来说， 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挖掘数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

力、 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力、 时代先进文化的创新力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力。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力

文化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塑造与引领作用上。 社会生活是人类进行的

基本实践活动， 是特定社会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蕴含着时代文化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ＶＲ、 ＡＲ 等技术构筑起庞杂的数字虚拟空间， 人们逐渐习惯于在虚拟空间开展生产、 交易、 社交等社

会行为。 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交互共生， 社会文化生态更趋复杂多变。 因此， 对虚拟空间参与群体的

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形成引领， 成为现代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既可以形成对文化价值的赋能效应， 也使得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呈现数字化

特征。 一方面， 数字技术赋能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制度价值， 使得数字文化具有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强大能力。 另一方面， 只有广泛融入各种数字化场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才能达到

“日学而不察、 日用而不觉” 的境界。 数字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依托数字文化凝聚起最广泛人民

群众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 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力

文化具有累积与传承的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所累积的深厚文化成果，
是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根基与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带领人民就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取得了实践道路和重大理论上的新突破， 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传统文化形式多样， 包括语言文化、 音乐文化、 民间舞蹈、 工艺品、 建筑等

形式， 能够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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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
第 ４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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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带来了文化载体和展现形态的变化， 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 首先，
数字技术以及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的数字平台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利条件， 历史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传承、 珍贵文物的保护与展示等均可以通过数字手段来实现。 其

次， 利用最新数字科技可以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式呈现， 让更多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更加直观、 便捷

地感受其独特魅力。 文化不仅要被保护， 也要被充分感知和体验。 但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极为稀缺，
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常常难以兼顾。 数字文化科技正在逐渐攻克这一难题， 既可以永久性地原真保存

珍贵文物遗产信息， 又可以为文物修复、 文化资源活化、 深度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

（三） 时代先进文化的创新力

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彰显着特定发展时期的物质基础、 政治文明、 技术特征、 社会环境

等， 文化的生命力也在于传承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而推动文化创新的关键举措在于推动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持续发展， 这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文化事业以公益方式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 发展

文化事业是提供均等化文化服务、 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 文化产业则是从文化上层建筑下沉

到文化经济领域， 通过生产和分配后在文化市场变为具象的、 可消费的文化产品的动态过程 （王永

贵、 颜润芝， ２０２３）。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交融、 有机互补， 两者均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共同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无论是文化事业， 还是文化产业， 都需要经营， 而经营的核心都是内容。 数字文化具有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创作、 从事生产、 互动传播、 普惠共享的特殊优势， 能够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

供更丰富的创意和内容来源， 从而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 例如数字文化以内容为核心、 以科

技为载体， 通过知识产权 （ＩＰ） 产业化实现数字技术全面全链赋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数字技术与

ＩＰ 产业链融合， 创新形成数字文化产业生态， 使得内容生产、 传播与消费的各环节均得到优化。 比如

针对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 专业的文化中介公司经过孵化、 培育， 将其打造成网络文学、 影视作品、
动漫游戏以及周边艺术作品等， 既可以为时代先进文化代言， 又可以为文化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四） 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力

世界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共生与交流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人类文明。 构建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需具备推进世界文明进步的全球视野和格局。 首先， 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媒介向世界展示具有中

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 不断增强其全球传播力与影响力。 近年来， 具有中华元素的优秀数字文化创

意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输出成果， 为全球文化消费者提供了独具新意的文化体验， 推动我国创

意产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 其次， 要善于借助数字技术开辟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通

道， 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实现兼收并蓄、 促进共同进步。 如通过社交媒体、 在线会

议、 线上会展等形式开展即时互动， 开展文化、 商务、 学术等领域的跨国界交流与合作。
各国正积极开展数字化战略布局， 尤其重视利用数字技术对民族文化进行全球化的创新传播， 中

国在该领域持续探索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全球互联网突破了空间障碍和文化、 语言隔阂， 数字平台广

泛链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字文化内容供给者和使用者， 数字文化制作与生产科技使得文化产品的传

播与使用更为便捷， 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 消费、 交流成本极大降低， 通过大数据模型可以更为精准

地把握不同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从而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带来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体验， 为丰富和

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积极贡献。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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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字文化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化相交织的历史节点， 发挥数字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动

力支撑作用， 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形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导向； 以数字技术持续

创新为核心动能， 驱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抓手， 释放数字文化的多

元价值； 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化数字文化治理， 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

续繁荣发展。

（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形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导向

从文化与技术的关系来看， 数字文化的发展是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域高度耦合的产物， 数字技术赋

能极大提升了文化创作、 生产、 传播与消费的效率， 文化领域也成为数字技术应用落地的重要场景。
但是， 互联网的广泛链接、 社会群体的多元参与、 网络心理的特殊复杂， 使得文化的制度与政治属性

在与实体社会同步的数字虚拟社会中进一步被放大。 从数字文化与文化强国的关系来看， 数字文化不

仅是文化适应数字时代所产生的新形态， 文化本身实现强大和发展的有效途径， 也是实现文化强国目

标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 是实现文化强盛对国家强盛溢出效应的有为路径。 因此， 数字文化的发展

须臾不可离开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同时， 数字文化的强大力量对于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同样具有强大的反作用。
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是新时代发展数字文化， 进而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导

向。 第一， 要以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为底线， 自觉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引领开展文

化建设， 实现数字文化广泛渗透人民群众的日常活动， 凝聚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 第二， 要深

度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通过

创新性转化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创新， 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普遍认同。 近年来， 中国不断推出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优秀数字文化作品， 如

２０１９ 年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在哔哩哔哩网站首播的网络动画 《领风者》， 就是一次将新

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引领工作全面融入数字文化生态的有益尝试， 在契合数字社群文化心理和需求的

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力。

（二） 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动能， 驱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是数字文化发展的底层支撑。 当前中国数字文化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阻力与瓶颈也突出体

现在技术性领域。 一方面， 技术上面临的 “卡脖子” 难题在数字文化各领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数字

文化产业链发展遭遇 “堵链” “断链” 等问题。 另一方面， 文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价值和事业属

性， 过于依赖外部技术或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创新， 文化的安全发展易遭遇不确定性冲击。 因此， 实现

核心关键技术、 前沿技术的自立自强， 加速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释放先进的文化科技生产力， 是

文化繁荣发展进而驱动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动能。
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 培育数字文化发展新动能， 关键在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新型举国体

制的本质是系统性制度创新， 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效率。 第一， 要汇聚政

府、 企业、 社会各方力量， 利用不同领域的优质资源开展协同攻关。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 要实现战

略性、 前瞻性、 卡脖子、 防御性技术攻关， 单凭某一部门、 单一组织难以完成。 只有吸引各级政府、
科技企业、 科研机构等多主体深度参与， 才能促进科学与技术、 科技与产业融合深化。 第二， 要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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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文化科技研发与创新平台， 形成有利于数字文化创新的健康生态。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一个涉及

基础研究、 科技投入、 成果转化、 项目孵化、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长链条。 以创新平台为枢纽可以

汇聚各方力量， 协同开展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 同步开发数字文化软件与硬件， 推动新兴技术在文化

领域的布局与应用， 持续加大文化科技领域的创新供给， 加速数字文化推陈出新。

（三） 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抓手， 释放数字文化的多元价值

文化既具有意识形态引领价值， 又具有持续创造财富、 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 文化业兼具事业属

性和产业属性， 应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因此， 发挥数字

文化多元价值的关键抓手在于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事业和数字文化产业， 丰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带动数字文化新型消费， 推动国家文化建设更好服务国民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发展数字文化事业需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注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提高

公共文化供给质量，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近年来， 各地文化部门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数字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诸多可借鉴、 可推广的有效经验。 如街头图书馆、 数

字图书服务等为更广泛人民群众提供触达高效的文化服务； 乡村春晚、 “村超” 等多样化的公共文化

形式， 不仅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而且通过各类数字平台实现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深度

发掘与广泛传播。
数字文化产业是依托数字技术对文化创意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新兴产业， 具有创作草根化、 生产

数字化、 传播网络化、 消费个性化、 产业平台化等特点。 它既是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 也是数字经济

的重要构成。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 可以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动传统文化业态转型升级， 促进

新型文化业态不断创新， 整体提升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质量效益， 充分释放社会主义

文化创新活力。 此外， 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 社会发展赋能、 消费

结构升级等作用。 尤其是在促进文化新消费方面， 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催生了直播电商、 即时零

售、 个性化生产、 柔性化定制等消费新模式， 孵化了体验经济、 夜间经济等消费新场景， 有效释放了

国民消费潜力。

（四） 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化数字文化治理

人民群众是数字文化的参与者、 创造者与享用者， 数字文化供给水平、 数字文化生态质量关系每

一位参与主体的切身利益。 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文化供给质量提升、 文化经济发展以及

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同时， 也出现了技术异化、 伦理冲突、 安全失控、 法律缺位、 隐私泄露、 数

字鸿沟等风险与问题。 因此， 必须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数字文化进行有效治

理， 构建和谐有序的数字虚拟空间。 数字虚拟空间能够以较低门槛承载不同主体开展音乐、 动漫、 短

视频、 网络文学等文化活动， 并围绕不同活动主题形成各类虚拟社群。 虚拟社群通常主体多元、 规模

庞大、 治理难度较大， 必须调动多元主体强化数字文化治理。 第一， 政府要顺应数字文化发展新趋

势， 有效保障数字公民合理利益、 维护数字空间公共秩序。 完善相关制度体系， 构建符合数字文化创

新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 平衡好创新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坚决打击网络暴力、 网络犯罪等行为， 加大

对各类网络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 营造健康和谐的数字文化生态。 加强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的网络保护， 维护其网络安全和合法权益， 尽量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第二， 数字文化企业

应坚持在规范中创新、 在创新中规范的发展理念和实践逻辑， 更好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数字

文化企业既是重要的市场主体、 创新主体， 也是特定数字空间的规则制定者、 秩序监管者和冲突仲裁

者， 在数字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因此， 要充分调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内生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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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发挥其在推进数字社会伦理和网络文明建设方面的巨大潜能。 第三， 发挥社会第三方力量对加强

数字文化治理的作用。 引导形成 “监督—压力—自律—改进” 的正向社会监督机制， 最终形成政府科

学规制、 企业高度自治与社会有效监督协同发力的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推动数字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持续繁荣， 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高质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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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９）Ｄｅｅ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ｕ Ｑｉｏ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ｗ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ｌａ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ａｒｎｅｓ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１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ｎ Ｘｉａｏ， Ｘｉａ Ｊｉｅｃｈａ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ｕ Ｃｈａｏｆａｎ， Ｃｈｅｎ Ｌｉｕｑ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１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Ｂ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ａｆｅ ｒａｎ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ｎｄｒ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ｒｓｔ，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ｏｒ：Ｙａｎｇ Ｙ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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